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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新制度主义理论，通过对 284家非国有制造企业的问卷调查，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了

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对政府支持的影响机制，以及合法性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样本分析了政治

关联和所处行业竞争强度在制造企业绿色创新与政府支持关系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制造企业绿色创新有助于

企业获得政府支持，且合法性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在没有政治关联及处于高强度竞争行业的情况下，制造企业

绿色创新通过合法性影响政府支持的效应更强。运用新制度主义理论中的合法性观点，将制造企业绿色创新视为一

种获得政府支持的战略，将绿色创新后果的研究从企业经济绩效层面拓展到企业与政府关系层面，不仅跳出了学术

界关于制造企业绿色创新能否提升经济绩效的争论，也为更好地理解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动力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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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学术界，制造企业绿色创新被定义为通过对制造生产系统的部分环节或整个系统的创新，消除或减少对环境的破坏。研

究发现，绿色创新除具备一般创新的溢出效应外，还可以降低外部环境成本，产生“双重正外部性”,从而实现社会、经济综合

效应[1]。因此，制造业绿色创新被认为是解决环境问题、实现绿色发展的关键。在国家大力倡导下，制造企业近几年来的绿色创

新活动异常活跃。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中国绿色专利统计报告(2014-2017年)》显示，报告期内我国企业绿色专利数量呈快

速增长态势，年均增速高于我国发明专利年均增速 3.7%,并且主要集中在污染控制与治理、替代能源、环境材料和节能减排等 4

个与生产制造相关的领域，占国内绿色专利有效量的 93.5%[2]。由此可发现，制造企业成为我国企业绿色专利申请的主力军。然

而，也有大量研究显示，由于绿色创新难以在市场上给制造企业带来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同时，需要花费大量资源和成本，

因而制造企业普遍存在绿色创新驱动力不足的问题[3]。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动力与创新产出间矛盾形成了一个费解的理论谜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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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来自新制度主义理论的研究为解开上述谜题提供了线索。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企业经营活动并非仅仅基于经济利

益考量，也需要满足合法性要求，以获得场域内利益相关者的认同和支持[4]。对于企业如何满足合法性要求，新制度主义理论存

在“嵌入观”和“能动观”两种观点。目前新制度主义理论视角下对于绿色创新动因的研究主要采用“嵌入”观，即认为企业

开展绿色创新的动因主要是迫于政府政策与法律法规的强制性压力，被动地获取合法性[5]。但“嵌入”观下的研究并未取得一致

结论，形成了正相关、负相关、U型和倒 U型关系等相互矛盾的结果[6]。对于上述研究矛盾，本文认为企业对制度压力的应对战

略除“嵌入”外，也存在战略“能动”行为。特别是在我国转型经济背景下，政府掌握着企业发展所需的土地、税收、政策性

贷款和市场准入等稀缺资源配置权，使得企业对政府存在高度的制度和资源依赖性。而政府并不会无差别地支持市场上每个企

业，因此，一些企业倾向于通过采取某些战略行动建立合法性，以此获得政府支持。而在当前绿色发展成为政府要求和全社会

诉求的背景下，结合新制度主义理论合法性中的“能动”观，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暗含如下深意，制造企业可能将绿色创新作为

一种建立合法性并以此获得政府支持的战略加以实施。例如，Marchi
[7]
发现，为获得政府相应补助，制造企业会主动变革生产方

式，通过加大绿色创新投入提升企业环境绩效。 

受到上述研究启发，本文将运用新制度主义理论，以合法性为中介，将制造企业绿色创新作为获取政府支持的战略，探讨

其绿色创新对政府支持的影响机制，以解释制造企业绿色创新的动因和行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在不同政治关联和行业

竞争度条件下，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对政府支持的影响。 

1 相关研究评述 

目前，关于制造企业绿色创新与政府支持的关系，学者们主要关注的还是政府支持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一部份学

者探讨了政府规制压力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其主要观点为通过政府强制性制度安排，如行政命令、市场准入、排放标

准和相关法律法规，迫使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活动
[6,8]

。另一部分学者探讨了政府支持性制度安排，如税收优惠、政府补贴、融资

便利和政府采购等，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其主要观点为通过政府支持政策弥补绿色技术研发中的花费和投入，激励其

开展绿色创新[9]。总体而言，上述文献中关于政府支持与制造企业绿色创新的探讨，主要采用新制度主义理论中的“嵌入观”视

角，其主要作用机制为：企业开展绿色创新的动因不管是迫于政府政策与法律法规的强制性压力，还是受到政府支持性政策的

激励，其绿色创新行动的逻辑出发点都是通过被动地迎合政府政策获取合法性。 

而对于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对政府支持的影响，目前还鲜有文献探讨。但从广义上看，企业绿色创新归属于企业社会责任范

畴，因此，企业社会责任与政府支持领域的相关研究可以为本文提供参考和启示。在企业社会责任对政府支持影响的研究中，

一部分学者从资源依赖理论视角进行研究，认为影响企业经营发展的关键资源大多掌握在政府手中，要想从政府手中获得资源，

企业必然要承担一定的政治成本，例如，替政府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和政治任务。因此，企业可能主动履行社会责任，以此获

得政府支持[10]。同时，战略慈善观也支持这一观点，认为“好行为能带来好回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企业获得政府支持

和关键资源，因而社会责任可以作为企业战略的一部分[11]。近期来自新制度主义理论的“能动观”也指出，企业除被动适应和

选择环境外，也可以主动采取措施，获取合法性资源，从而影响经营环境中利益相关者的看法。例如，Flammer等[12]利用 KLD数

据库研究发现，企业主动实施社会责任有助于其获得政府补贴和政府采购。 

综上所述，政府支持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企业社会责任与政府支持领域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参考，

而新制度主义理论“能动观”为本研究提供了合适的视角。 

2 理论与研究假设 

2.1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对政府支持的影响 

从企业层面看，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企业发展所需关键资源并非完全受企业控制，而是对外部环境具有一定资源依赖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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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企业行为受到外部环境与资源的深刻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企业会主动开展各类活动以缓解和消除这种资源依赖性，包

括纵向和横向一体化、战略联盟和政治活动等。特别是在转型经济中，政府控制着企业生存与发展所需的关键资源，企业对政

府具有较强依赖性，因而倾向于对政府发出的信号作出反应，并采取相应战略行动管理这种依赖性。在目前环境保护和绿色发

展成为社会诉求的情况下，制造企业有可能将绿色创新当作一种获取政府支持的政治战略。Rubashkina 等[8]研究发现，开展绿

色环保业务有助于制造企业在面对政府环境规制时具备充分弹性，满足政府对于环保的要求，从而更容易争取到政府支持；Russo

等(1997)指出，制造企业通过实施绿色创新，能够树立企业形象、提升品牌声誉，改善与政府等利益相关者间关系，从而提高

获得这些利益相关者支持的可能性。一些研究也发现，企业绿色发展等社会责任行为有助于其获得更有利的经营环境和条件，

如银行信贷、较低税率以及特殊行业准入等，并保持与政府的紧密关系，甚至获得财政补贴。 

从政府层面看，出于对地方财政创收、就业提振和政治晋升等方面的考虑，政府有强烈的动机利用所掌握的资源支持企业

发展[13]。但大量研究显示，政府掌握的各类资源并不总是平均作用于市场上所有企业，而是集中于某些行业或某些企业，通过

稀缺资源配置权改变企业竞争状况。根据 Fan 等[14]的研究，政府支持企业的一个重要依据是，企业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有意愿且

有能力帮助政府承担相应的社会和政治任务。从信号理论视角分析，在政府将绿色发展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的背景下，制造

企业绿色创新具有较高的可察性和可验性，因而是一种更易于被政府所接受和关注的具有积极正面意图的、高质量的信号。政

府会将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实践视为愿意配合政府承担绿色发展任务的重要信号，因而倾向于对其进行支持。Teng等
[15]
研究发现，

由于绿色创新需要花费企业大量资源和成本，因而能够进行绿色创新的企业会向外界传递出实力雄厚、追求长期可持续发展，

且不会为了蝇头小利而进行短期机会主义行为(如合同欺诈，利润操控和腐败)的信号，而这些信号会成为政府是否支持企业的

重要考量。因而，提出如下假设： 

H1: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对其获得政府支持有正向影响。 

2.2合法性在制造企业绿色创新与政府支持之间的中介作用 

(1)制造企业绿色创新有助于企业建立合法性。 

合法性(legitimacy)是新制度主义理论中的核心机制，Suchman[14]将其定义为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组织和个体的存在和行

为能否被当作合理的、适宜的和可被接受的。新制度理论认为，企业由一系列制度构成，受到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其经营活

动并非仅仅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也是恰当性(appropriateness)、意义性(meaningfuless)与合宜性(propriety)的表现，需要

获得场域内利益相关者的认同[4]。因此，对企业而言，获取合法性是在相应场域内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目前，学者们主要将合

法性划分为规制合法性(coercive)、规范合法性(normative)和认知合法性(mimetic)3类
[4]
。规制合法性主要来源于对规制系统

有裁决权力组织的评判和认可，这些组织主要是政府和相关监管机构；Fischer等[17]研究发现，当企业的特定行为能够满足政府

制定的政令、法律和制度时，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认可，从而具备规制合法性。在目前绿色环保成为社会主要诉求的背景下，

政府已经将绿色环保设定为评价企业合法性的关键标准。因此，当制造企业采取绿色创新实践时，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政府制

订和颁布的污染防治指标、环保法律、行政命令和奖惩措施等，从而获得规制合法性。一些学者从新制度主义理论视角的研究

也显示，制造企业积极开展绿色创新能够为企业获取规制合法性。Zhang等[6]对中国制造企业的研究发现，企业实施绿色创新的

主要驱动力来自于政府施加的环保法规，其逻辑在于获取合法性，从而规避来自政府部门的警告和惩罚。一项对中国中小企业

的研究发现，实施绿色创新的中小企业能够进入政府环境友好企业名单，因而能够获得政府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在一定程度

上弥补企业绿色创新成本。Rubashkina 等
[8]
研究发现，制造企业末端治污技术创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满足欧盟能源和环境

法规，从而获取规制合法性。 

认知合法性主要是指场域内利益相关者基于社会道德、价值观和信仰体系，对特定组织或团体适当性、合理性的整体认知

或感应。认知合法性使得组织和个体有模仿场域内其他成员“最佳实践”的倾向，并在模仿过程中获得合法性。因此，如果行

业内标杆企业的合法性和竞争优势由于绿色创新活动而获得提升，便会对其它企业造成合法性压力，其它企业会设法模仿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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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标杆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以构建自身合法性和竞争优势。另外，Berrone等[18]通过合法性理论研究企业环境行为时发现，企

业环境责任是其合法性管理的一种方式，不但可以建立规制合法性，更能获得道德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Bumin[19]的研究也支持

了这个观点，实施绿色环保实践的制造企业更容易在消费者中形成良好认知，获得消费者认可，从而建立认知合法性。 

规范合法性(normative)是社会或行业中一套共享的价值观体系和行为准则。其施加主体一般为各类非政府组织，如行业协

会、工会和环保组织等，以及与企业有密切联系的市场组织，如供应商、分销商等。作为社会合法化的一种形式，按照行业规

范、标准和期望行动的企业容易获取行业内利益相关者的认可。因此，当绿色生产、提供环境友好型产品成为一种行业规范时，

采取绿色创新的制造企业更容易获得行业内利益相关者的认可，从而获得规范合法性。 

(2)合法性的建立有助于制造企业获得政府支持。 

首先，在新制度主义理论中，合法性机制对组织的作用被认为存在两个层次，强意义合法性机制和弱意义合法性机制[20]。

其中，弱意义合法性机制主要体现在资源分配和激励机制层面，具有非强制性和激励性特征，其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具备合法

性的企业更容易在资源获取以及利益相关者的认同和支持上受益。因此，通过满足政府对环保和绿色发展要求而建立合法性的

制造企业，相比其它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支持以及其它重要资源。Alrazi 等
[21]
的研究显示，建立和提升合法性有助于企业获得

政府信任与支持，是企业与政府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要维度。 

其次，从战略管理视角上看，组织合法性的构建也可视为企业的一种“专用性资产”,且是一种能够帮助企业获得资金、市

场和关系网络等其它关键资源的“制度资本”[5]。在政企关系中，企业可以利用合法性这种“制度资本”实现其资源获取目标，

如获得政府部门的采购合同、税收优惠和融资便利等支持。Caroline[22]对美国企业的研究显示，具备合法性的企业得到政府采

购合同与银行贷款的可能性远高于那些环境风险较高的企业。 

最后，绿色创新能够使企业具备规制、规范和模仿等多种合法性。根据新制度主义理论的观点，当企业具备多种合法性时，

其产品和服务更容易获得消费者信赖，同时，企业也更容易获得社会公众认可和尊重。这些都显示出企业有能力对当地社会和

经济作出较大贡献。有研究表明，政府倾向于为那些能够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的企业提供支持。 

综上所述，制造企业绿色创新有助于其获得合法性，而合法性能够帮助其获得政府支持。因而，提出如下假设： 

H2:制造企业绿色创新通过合法性的中介作用影响政府支持。 

2.3政治关联的作用 

企业政治关联是指企业高层管理者或主要股东在政府部门任职或曾任职，或与政府官员有密切关联[23]。有研究表明，在我

国转型经济背景下，由于市场制度、法律法规等不完善，使得企业有通过寻求政治关联获得政府支持的倾向，并以此弥补上述

各种不完善[23]。Boubakrin[24]指出，政治关联能给企业带来显著优势，包括更优惠的银行信贷、更低的准入门槛、更多的政府补

贴和采购等；邓新明[25]研究发现，企业通过政治关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正式制度的不足，在同等条件下为企业争取更多发

展资源。因此，具备政治关联本身就可以增加企业获得政府支持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开展绿色创新并不会对制造企业获

得政府支持产生过于显著的影响。虽然具备政治关联的制造企业在实施绿色创新的过程中也能够形成合法性，但他们获得的政

府支持更多地依靠政治纽带机制，而不是通过绿色创新而产生的合法性机制，开展绿色创新实践只是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而对于那些没有政治关联的制造企业，绿色创新成为其获取政府支持的一种重要方式。绿色创新有助于合法性的建立，并

通过合法性的中介作用获得政府支持。因此，从某种程度上看，对于没有政治关联的制造企业而言，合法性可以成为一种重要

的补偿机制，替代政治关联在获取政府支持方面的作用。综上所述，与具备政治关联的企业相比，没有政治关联的制造企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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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绿色创新时更容易通过合法性机制获得政府支持。因而，提出如下假设： 

H3:相对于具备政治关联的制造企业，没有政治关联的制造企业在实施绿色创新时，通过合法性机制影响政府支持的效应更

强。 

2.4竞争强度的作用 

竞争强度是指企业在行业中面临竞争压力的程度。在竞争强度较高的行业，技术更新速度和市场需求变化较快，企业感受

到来自市场、客户及竞争对手的威胁较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需要投入大量资源来把握和利用市场机会，以应对激烈竞争。

一些学者的研究显示，由于绿色创新很难产生立竿见影的经济绩效，因此，在竞争激烈的行业，制造企业开展绿色创新需要付

出较为高昂的代价(激烈的竞争降低了企业利润，导致用于绿色创新的预算减少),导致大部分企业都不愿意也没有实力和资源进

行绿色创新。同时，来自新制度主义理论的研究发现，合法性的强度和效果与合法性构建的难度和成本有显著关系，获取合法

性的过程越难，代价越大，则合法性的强度和效果越好。Boutinot[26]指出，由于代价高昂的合法性获取方式更能体现组织诚意

和努力，并且难以被其它组织模仿，因而以这种方式构建的合法性相对而言更为显著，更容易吸引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和认可。

按照类似逻辑不难推论，在竞争强度较高的行业，制造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时建立的合法性更具显著性，更容易得到政府的关注、

认可和支持。其次，从战略管理视角看，处于竞争激烈行业的制造企业，其绿色创新实践也可以视为一种差异化战略，以此构

建合法性并获取政府支持。 

而在竞争强度较低的行业，行业整体环境相对稳定，行业结构趋于平衡，企业资源利用空间较大，因而会被政府认为其有

充足资源实施绿色环保等社会责任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制造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类似于双因理论(Dual-Factor Theory)里的“保

健因子”(Hygiene Factor),在一定程度上被政府视为“理所当然”的经营行为，政府不会因为绿色创新而对企业有特别的支持

或者关照，但如果企业不进行绿色创新，则可能遭受政府的惩罚。在竞争强度较低的行业，制造企业在开展绿色创新时，其所

构建合法性的显著性相对较弱。因而，提出如下假设： 

H4:相对于竞争强度较低的行业，制造企业在竞争强度较高的行业中实施绿色创新时，通过合法性机制影响政府支持的效应

更强。 

3 研究设计 

3.1数据收集 

本文研究样本为广东、湖北、湖南和广西 4 个省份的制造业企业。由于国有企业在获得政府支持方面有天然优势，会对研

究结果产生影响，因此，剔除国有企业样本。广东属于经济发达省份，湖北、湖南属于经济中等发达省份，而广西属于经济欠

发达省份，将这四省作为问卷发放区域能够大体反映中国经济发展状况，也能避免南北文化差异对数据分析结果的影响。 

在发放问卷之前，本研究团队选取桂林广陆集团、深圳华为、长沙远大、三一重工、湖北航特装备制造公司 5 家制造企业

进行深度访谈，了解这些企业在获得政府支持、政治关联、合法性感知与绿色创新方面的详实案例及现状，并咨询相关研究领

域 3 位教授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借鉴已有文献成熟量表，并根据访谈情况开发量表问卷。样本企业的选取，根据当地政府或

开发区管委会提供的具有一定研发实力的制造企业，随机抽样产生。在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和开发区管委会的配合下，选择熟悉

企业绿色创新活动和政府支持情况的高管人员作为问卷填答者，征得对方同意后通过实地走访或电子邮件发放问卷。共发放问

卷 432份，实地发放 244份，电子邮件发放 188份，收回问卷 321份，其中，有效问卷 284份。样本企业特征如表 1所示。 

为检验从不同渠道获取的数据是否可以合并，根据一些学者的建议，本文利用方差分析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不同渠道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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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各变量 p值均在 0.1水平上显著。因此，本研究从两种渠道获取的数据能够合并为整体，并可用于后面的多元回归等分析。 

表 1样本企业特征描述 

企业特征 样本量 百分比(%) 

所属行业 医药制造 61 21.276 

 
专用设备制造 40 14.184 

 
计算机、通信和电子设备 92 32.269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 55 19.503 

 
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 16 5.673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12 4.255 

 
橡胶和塑料制品制造 8 2.836 

企业规模 2000人以上 22 7.446 

 
1001-2000人 53 18.436 

 
501-1000人 101 35.815 

 
101-500人 92 32.624 

 
100人以下 16 5.673 

地区 广东 105 36.879 

 
湖北 79 27.659 

 
湖南 55 19.503 

 
广西 45 15.957 

 

3.2变量测量 

为减少填答者的趋中倾向，本文量表均采用 Likert6 点量表，问卷量表的测量题项、信度和构建效度检验如表 2 所示。在

内容效度上，一方面问卷设计源于以往研究中被多次检验的成熟量表，另一方面，本研究咨询了有关学者和业界专家，对量表

进行适当改编以使其适用性更强，从而保证良好内容效度。 

表 2变量测量题项与信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测量指标 因子载荷 α值 CR AVE 

绿色创新 绿色创新产品销售额占企业总销售额的比例不断提高 0.824 0.778 0.784 0.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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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不断研发绿色环保技术并开发新的绿色产品 0.755 

   

 
企业不断改进生产制造环节以达到更高绿色生产标准 0.720 

   

 
企业的节能减排水平在同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 0.704 

   

政府支持 当地政府提供所需的技术信息和其它技术支持 0.882 0.809 0.753 0.631 

 
当地政府在融资/资金资助方面支持本企业发展 0.749 

   

 
当地政府采取了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0.671 

   

 
当地政府给予本企业人才引进与培养方面的支持 0.639 

   

 
本企业经常能够获得政府采购项目 0.602 

   

合法性 绿色创新使得企业生产经营满足了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0.840 0.859 0.843 0.714 

 
政府高度评价企业绿色创新活动 0.778 

   

 
企业因绿色创新被消费者、社会公众所广为理解和普遍接受 0.718 

   

 
企业因绿色创新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和市场形象 0.681 

   

 
企业获得行业的各种绿色环保质量认证或生产标准认证 0.632 

   

 
企业因绿色创新提高了在行业内的知名度 0.604 

   

竞争强度 行业内经常有强大的竞争者进入 0.841 0.848 0.820 0.727 

 
市场竞争状况难以预测 0.776 

   

 
竞争对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0.703 

   

 

3.2.1因变量 

政府支持变量参考杨向阳等[27]、LI等[28]的研究，从税收、财政、融资和采购等方面进行测量，共设计 5个测量题项。 

3.2.2自变量 

绿色创新是所要研究的自变量。有研究指出，容易被社会大众所感知的企业绿色创新主要为企业在绿色创新方面的行为活

动(对工艺、生产和产品等生产制造系统的改良和创新)和取得的创新效果(减少环境损害和取得经济效益)两个层面。因此，在

综合 Jansen等[29]、张小军[30]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企业绿色创新访谈结果对量表进行适当改编，从上述两个层面对绿色创新进

行测量，共设计 4个题项。 

3.2.3中介变量 

“合法性”是本文所要研究的中介变量。在参考 Liu等[31]、Scott等[32]研究的基础上，从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

法性 3个维度对组织合法性进行测量，共设计 6个题项。本文理论假设是在合法性构念层次提出的，且合法性构念是强制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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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压力和模仿压力 3个一阶因子背后的二阶因子，根据实证检验需与理论假设相一致的要求[50],需在合法性 3个维度的基础上

继续探讨更高阶因子。当低阶因子可以构成更高阶因子时，代表低阶因子具备更高阶的维度，即利用更高阶维度的因子进行分

析是可以被接受的。对合法性构念进行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可以发现，合法性量表的题项都对应 3 个一阶因子，同时，标准化

因子载荷都大于相关文献所建议的最低临界水平 0.50,并达到显著水平，表现出良好的聚合效度。另外，合法性二阶因子模型也

表现出良好的拟合效度(χ2/df=1.567;RMSEA=0.036;GFI=0.924;NFI=0.943;IFI=0.936)。因而，可以把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

和认知合法性聚合成合法性这一共同因子。 

3.2.4分组变量 

借鉴罗党论等
[34]

测量政治关联的方法，主要考察企业董事长或者总经理是否在政府、人大、政协中任职或曾经任职。问卷

中，“0”表示董事长或总经理没有任何从政经历，“1”表示在政府部门工作过。竞争强度借鉴 Giachetti 等(2014)的研究，

采用 3个题项测量，通过计算变量均值区分强弱，0代表小于均值，竞争弱；1代表大于均值，竞争强。 

3.2.5控制变量 

(1)企业年龄。 

根据文献中常用处理方式，使用问卷回收年份(2019年)与制造企业成立时间之间的差值测量企业年龄。 

(2)企业规模。 

根据 Ahuja(2000)的研究，采用企业员工人数作为企业规模测量指标，并将其划分成 5个等级，100人以下设为“1”,100～

500人设为“2”,501～1000人设为“3”,1001～2000人设为“4”,2000人以上设为“5”。 

(3)所属行业。 

以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为基准，行业设置行业虚拟变量。 

4 结果分析 

4.1验证性因子分析与同源偏差检验 

在检验研究假设之前，首先对绿色创新、政府支持、合法性和竞争强度 4 个研究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采用同源同质

合并的方式，设计其它 3个测量模型作为竞争模型。表 3列出了各因子模型的含义和检验结果，比较发现，4因子模型拟合指标

最优，说明该模型能最好地展现测量模型因子结构。 

本文量表都由样本企业内同一填答者提供，因而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变异问题。虽在问卷调查过程中采取了匿名性、保密性

等防控措施，但在后续分析前仍需对量表数据采取共同方法变异检验。参考 Podsakof等(2003)的研究，在 4因子模型基础上加

入一个潜在误差变量，形成 5 因子模型。检验结果表明，加入潜在误差变量因子后的 5 因子模型拟合优度为 χ2/df=1.682, 

CFI=0.912,NFI=0.933,IFI=0.931,RMSEA=0.045,与 4因子模型相比得到了改善，表明本文 4个变量不存在共同方法变异问题。 

4.2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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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如表 4所示，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相关性，为进一步回归分析提供了初步支持。并且，

控制变量与自变量、因变量等也具有显著相关性，说明对这些变量进行控制是必要的。 

表 3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测量模型 χ2/df CFI NFI IFI RMSEA 

四因子模型；LS,ZF,HF,JZ 1.819 0.908 0.902 0.915 0.085 

三因子模型；LS+ZF,HF,JZ 2.762 0.743 0.717 0.763 0.113 

二因子模型；LS+ZF+HF,JZ 3.054 0.664 0.693 0.722 0.145 

单因子模型；LS+ZF+HF+JZ 4.036 0.585 0.631 0.674 0.196 

 

表 4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1.绿色创新 3.277 0.645 1 
      

2.政府支持 3.026 0.344 0.228*** 1 
     

3.合法性 3.193 0.556 0.315** 0.415*** 1 
    

4.政治关联 0.371 0.699 0.124
*
 0.503

**
 0.153

***
 1 

   

5.竞争强度 0.457 0.722 -0.083* 0.105 0.117* 0.144 1 
  

6.企业年龄 7.225 4.332 0.214* 0.138 0.134* 0.102** 0.135** 1 
 

7.企业规模 2.846 0.801 0.215
**
 0.241 0.198

*
 0.115

**
 0.163

*
 0.387

*
 1 

 

4.3假设检验 

4.3.1绿色创新对政府支持的直接效应检验 

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值均小于 4.415,容忍度(TOL)大于 0.490,排除了变量间共线性问题。 

模型 1 和模型 3 为只包含控制变量的基准模型，模型 2 和模型 4 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添加了自变量绿色创新，模型 5 在基

准模型的基础上添加了自变量绿色创新和中介变量合法性。所有模型均在 0.0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同时，相对于基准模型，其

它模型的△R2值都显著提高，表明模型拟合程度增强，自变量确实提高了方程解释力。模型 4显示，绿色创新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制造企业绿色创新正向影响政府支持，假设 H1获得支持。 

4.3.2合法性的中介效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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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合法性在绿色创新与政府支持关系间中介作用的检验，采用 Baron & Kenny 提出的方法进行分析，该方法共有 3 个步

骤。第一步已经在上面的分析中完成；第二步在模型 2 中检验，结果显示企业绿色创新对合法性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第三步在

模型 5 中检验，当绿色创新、政府支持和合法性同时进入回归方程后，绿色创新仍然显著正向影响政府支持，但对比模型 4,其

回归系数由 0.474降为 0.301,表明组织合法性在绿色创新和政府支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假设 H2得证。 

4.3.3分样本中介效应检验 

对于假设 H3、H4的检验，根据企业是否有政治关联以及竞争强度高低对总体样本进行分组回归,分析对于不同样本，合法性

对企业绿色创新与政府支持之间的中介作用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模型 7d显示，对于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绿色创新对政府支持有

显著影响(回归系数为 0.341,p<0.01);模型 7b 显示，对于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绿色创新对合法性影响显著(回归系数为

0.306,p<0.01);比较模型 7d和模型 7e,绿色创新的回归系数都为正且显著，但从 0.341下降到 0.218,表明添加组织合法性后，

绿色创新对政府支持的正向影响虽没有消失，但系数减小，显著性降低，显示合法性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拥有政治关联的制造

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时，一方面通过合法性机制获得政府支持，另一方面利用政治关联因素获得政府支持。模型 6d显示，对于没

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绿色创新对政府支持有显著影响(回归系数为 0.198,p<0.01);模型 6b 显示，对于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绿

色创新对合法性有显著影响(回归系数为 0.327,p<0.01);随后比较模型 6d和模型 6e,发现绿色创新的回归系数虽然都显著为正，

但从 0.198 下降到 0.175,其回归系数变小且不显著，表明添加组织合法性后，绿色创新对政府支持的正向影响消失，只存在合

法性的完全中介效应。其原因可能在于，与拥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相比，没有政治关联的制造企业获得政府支持的难度大、途径

少，构建合法性可能是其获得政府支持的唯一途径。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 Flammer 等[12]的观点，即绿色环保等社会责

任是企业构建合法性的重要途径。 

参考 Cohen 等的研究，利用 Z 检验对上述结果作进一步分析，比较各分样本回归模型中的中介作用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如

果|Z|>1.96(p<0.05,双尾检验),则表明两个分样本回归模型中同一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存在显著性差异。|Z|值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X1和 X2分别为两个分样本回归方程中同一变量的未标准化回归系数；S1和 S2分别为回归系数对应的标准差；n1和 n2

为样本量。通过检验模型 6e 和模型 7e 发现，|Z|=3.12>1.96,即制造企业拥有或没有政治关联时，合法性对于绿色创新影响政

府支持的中介作用存在显著差异。该结果说明在开展绿色创新时，没有政治关联的制造企业获取政府支持完全依赖于合法性的

中介作用，而有政治关联的制造企业只是部分依靠合法性的中介作用获得政府支持，因此，没有政治关联企业的合法性中介效

应更强，假设 H3成立。 

利用同样的方法对模型 8e 和模型 9e 进行检验，结果显示，|Z|=2.88>1.96,即对于不同的竞争强度，合法性对绿色创新影

响政府支持的中介作用存在显著差异。该结果表明，在竞争强度较低的行业，制造企业实施绿色创新只能部分通过合法性机制

获得政府支持；而在竞争强度较高的行业，制造企业实施绿色创新完全通过合法性机制发挥作用。其原因可能在于，对处于高

竞争强度行业的企业而言，实施绿色创新的代价和难度远高于低竞争行业，因此，合法性的强度和效果更显著，更容易获得政

府认可，也进一步证实了 Boutinot等[26]关于合法性构建难度与合法性强度正相关的观点，假设 H4成立。 

5 结语 

传统战略管理研究认为，企业创新驱动力源于市场竞争。由于绿色创新短期内难以给企业带来经济回报，理论上企业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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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力不足。然而实际中，我国企业绿色专利呈快速增长态势。这种理论与实际的矛盾，要求重新思考我国企业绿色创新

驱动力。本文运用新制度主义理论，从政企关系层面，通过 284 家制造企业问卷调查，实证研究了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对其获得

政府支持的影响，以及合法性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解释我国制造企业独特的绿色创新驱动力。研究发现：在我国转型经济背

景下，企业对政府存在高度依赖性。在绿色发展成为政府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的情况下，制造企业倾向于将绿色创新作为一种获

取政府支持的战略，本文实证检验证实了绿色创新确实有助于制造企业获得政府支持；制造企业绿色创新能够通过构建合法性

影响政府支持，合法性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绿色创新影响政府支持的内在作用机制。进一步分样本

研究发现，制造企业是否拥有政治关联以及是否处于高竞争强度的行业中，对于其绿色创新过程中通过合法性机制促进政府支

持会存在显著差异。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在实施绿色创新时，通过合法性机制影响政府支持的效应比具备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强；

处于激烈竞争行业中的企业，通过合法性机制影响政府支持的效应比处于竞争较弱行业中的企业更强。 

5.1理论贡献 

(1)以往研究绿色创新的文献认为，企业绿色创新难以在产品和服务市场上给企业带来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因而无法从企

业经济绩效层面解释企业绿色专利为何出现快速增长[3]。本研究基于新制度主义理论合法性中的“能动观”,认为我国制造企业

绿色创新具备新的驱动力，将其作为获取政府支持的战略，从而将绿色创新后果研究从市场领域拓展到政企关系的非市场领域，

为理解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动力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也为整合政治战略和市场战略提供了新机制，丰富了企业绿色创新领域研

究成果。 

(2)在政企关系框架下研究了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对政府支持的影响机制。目前探讨政企关系的文献大多强调政府支持对企业

发展的重要作用，但对于企业如何才能获得政府支持的研究并不充分，大量研究都从政治关联视角进行探讨。部分学者从“政

治权力假设”层面指出，企业在建立政治关联的过程中常常伴随权力“寻租”行为，因而难以将其作为一种正式的、可复制、

可推广的获取政府支持的手段，并呼吁加强从其它理论视角展开研究[35]。本研究响应了上述学者的呼吁，发现作为企业战略的

绿色创新与转型背景下政府鼓励绿色发展的制度要求是一致的，因而企业即使不具备政治关联，也能够通过绿色创新获得政府

支持，从而拓展了政企关系领域研究思路。 

(3)作为新制度主义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合法性被认为是连接组织行为和场域中利益相关者的桥梁。但是，在合法性构建机

制上，主流文献利用“嵌入观”阐述企业合法性构建机制，认为企业面对制度压力时将采取“同构”策略获取合法性，强调的

是企业被动接受制度环境的同构。本文利用新制度主义理论中合法性的“能动观”,结合战略视角，发现合法性不仅是一种被动

压力，也可以成为一种重要战略资源，企业通过主动的绿色创新实践建立合法性，影响政府认知和态度，拓展了新制度主义理

论关于合法性的研究视角。在合法性后果上，现有研究主要以理论描述和研究命题的形式，从一般性角度阐述合法性对组织生

产与发展的影响，这些研究大多缺乏相应实证分析，导致结论较为笼统，解释力有限。本文在企业绿色创新与政府支持的特定

背景下将合法性的观点具体化，提升了理论解释力，也响应了 Bitektine[36]等学者关于展开合法性传导机制实证研究的号召，为

新制度主义理论中合法性后果研究提供了增量贡献。最后，虽然新制度主义理论已明确，合法性的建立会因企业所具有的不同

特征(如组织规模、组织文化等)而产生差异，但具体到特定的特征如何影响组织合法性构建，其作用机理是什么，还缺乏深入

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以企业绿色创新与政府支持为具体情景，探讨了政治关联和竞争强度两个因素在其中的差异化影响，

为更深入地研究企业合法性建立机制提供了启示。 

5.2管理启示 

对政府而言，可以充分利用转型经济下制造企业对政府所掌握资源的依赖，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如环境标准、准入

制度和环保奖惩等，通过企业家论坛、产业会议、招商引资会等方式定期向企业高管宣传绿色环保理念，引导和激励制造企业

积极开展绿色创新。制造企业也可以将绿色创新作为一种差异化企业战略，以此建立和提升合法性，从而获得政府支持。特别

是对于那些没有政治关联或者处于竞争激烈行业中的制造企业而言，通过实施绿色创新获得政府支持也许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12 

因为处于这两种情景下的制造企业实施绿色创新可以建立比其它企业更为显著的合法性，从而获得政府支持。 

5.3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也存在不足，选取的样本数较少且为截面数据，难以反映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合法性机制与政府支持间关系随时间

的动态变化，未来研究可扩大样本量并采用动态案例跟踪的方法与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合法性机制与政

府支持的协同演化机理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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